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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本文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

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 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

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

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 0.19%。

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 0.4%，

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

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发现了汇率变动

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关键词：出口质量 人民币升值 竞争 企业生产率

一、引言

自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贸易自由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出口

行业的快速扩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通常认为，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市

场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成本所带来的价格优势，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减，劳动力成本持

续上升，出口的低价优势正逐渐被其他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所侵蚀，而在这其中，人民币的

持续升值也是关键的因素。在这一大背景下，转变以往依赖于低廉价格的策略，通过出口产

品的质量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是我国出口企业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人民币

升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升值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

了价格优势，降低了利润，因此对出口有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升值威胁了

出口企业的生存，加剧了其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迫使企业改变策略，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企业

自身产品质量水平，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

的影响方向是一个实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从微观的角度上看，

这有助于评估我国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加深我们对汇率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出口企业的理

解；而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在当今产业变革和我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共同机遇下，我

们的研究也有助于识别我国制造业实现“创新驱动、质量为先”这一长期目标的动力和来源，

以最终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的作用。一方面，在政策意义

上，人民币汇率是我国对外贸易乃至对外关系中的焦点，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从而使得

中国出口企业从中得益，是经常引起争论的话题，近期汇市的大幅波动也使得人民币汇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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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受瞩目；另一方面，在理论意义上，现有研究多

关注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出口价

格、出口种类等（Berman et al.，2012；Li et al.，2015；
余淼杰、王雅琦，2015），而少有研究探究汇率变动

如何影响出口质量，本文从这一视角进行深入研

究。此外，以往被广泛使用的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

方法，如Khandelwal等（2013）提出的需求信息回归

推断法，在理论和实证上均存在问题，从而引起测

量偏差：理论上该方法仅考虑需求面因素而忽略供

给面因素；实证中关键变量价格存在测量误差，且

质量测算值在跨时和跨国意义上不可比。为了克

服这些问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依据 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所提出的质量测算框架，使用余

淼杰和张睿（2015）开发的微观层面出口质量测算

办法，准确衡量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从产品质量

这一新视角探究汇率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发现人

民币升值会导致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这一发现

将汇率对于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拓展到出口质量

层面，发掘了汇率对出口企业产生作用的新的

机制。

人民币对于一国货币的相对升值如何影响中

国企业出口到该国产品的质量呢？具体来说，人民

币升值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上均加剧了出口企

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在国内市场上，国外企业更

容易通过出口渗透到中国市场；在相应的国外市场

上，中国企业则面临更大的成本劣势。在竞争压力

加剧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出

口企业会通过提升自身的出口质量水平增强竞争

力，以图生存。人民币升值通过加剧竞争，促使出

口企业提升出口质量，驱动了中国出口总体质量水

平的提升，这一发现也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出口质量

变化原因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对两方面的文献有所贡献：第一个

方面的文献是关于（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

素。如余淼杰和张睿（2016）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关

注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如 Amiti
和Khandelwal（2013）发现美国进口最终品关税的减

免促进了高质量产品的质量升级，抑制了低质量产

品的质量升级。Fan等（2015）发现中国进口中间品

关税的减免提高了差异化产品的出口质量和单价，

降低了同质化产品的出口质量和单价。Bas 和

Strauss-Kahn（2015）发现进口关税减免使中国出口

企业可以使用更多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从而提高

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余淼杰和李乐融

（2015）也发现进口关税减免促进了中国企业进口

高质量的中间品。另外 Hallak（2006）、Hallak 和

Schott（2011）与 Feenstra和 Romalis（2014）均发现人

均收入与进口产品的质量正相关。施炳展等

（2013），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认为加工贸易、外

资竞争、研发投入和生产效率等一系列因素均影响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樊海潮和郭光远

（2015）则发现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企业生产率正

相关。我们的研究发现汇率变动也影响出口企业

的质量决策，拓展了文献中对于出口质量影响因素

的认识。

第二个方面的文献是关于汇率如何影响企业

决策。目前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关注汇率变动对

于出口价格的影响，即出口企业的汇率传递行为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或因市定价行为（pric⁃
ing-to-market），并同时考虑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特

征。Berman等（2012）利用法国的出口企业数据，发

现高生产率企业汇率传递程度更低。Rodríguez-
López（2011）的理论模型则预测高生产率企业汇率

传递程度更高。Garetto（2014）的实证结果支持了

Rodríguez-López 模型的预测。Amiti等（2014）发现

规模较大的出口企业往往也进口许多中间品，由于

汇率变动对于进口中间品价格的对冲作用，这部分

企业往往有着较低的汇率传递程度。关于中国情

况的研究则普遍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出口

企业的汇率传递程度极高，接近于所谓的“生产者

定价”（陈学彬等，2007；陈斌开等，2010；胡冬梅等，

2010；文争为，2010），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出口量

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Li et al.，2015）。余淼杰和王

雅琦（2015）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使得企业出口

的种类减少。Zhang和 Zhang（2016）则发现汇率变

动作为跨国经营的潜在风险来源之一，会显著影响

中国跨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也有一部分研究

将汇率传递行为与产品质量相结合。 Auer 和

Chaney（2009）、Auer 等（2014）、Chen 和 Juvenal
（2016）和王雅琦等（2015）在实证上均发现汇率传

递程度随着产品质量递减。但 Goldberg 和 Knetter
（1997）在汇率传递相关研究的文献评述中指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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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忽略了价格差别已包含了质量差别这

一事实，因此这些研究发现的汇率变动导致的出口

价格变动，有可能部分来自汇率变动引起的出口质

量变动。Verhoogen（2008）发现在墨西哥比索贬值

危机期间，墨西哥的高生产率企业增加了出口份

额，提高了白领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了 ISO 9000
的认证数目，他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企业的质量升

级。许家云等（2015）发现人民币升值促进了出口

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一方面，他们采用 Khandelwal
等（2013）提出的方法测算出口质量，如前所述，这

种方法会造成对于质量的测量偏差，从而影响估计

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他们所研究的是企业层

面加总有效汇率的变动对该企业出口到各国产品

质量的作用，其结果可能受加总谬误的影响。我们

在消除对出口质量的测量偏差，准确测算出口质量

的前提下，估计人民币与一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

对企业出口到该国产品质量水平的影响，所识别的

效应更为清晰直接。我们发现汇率变动显著影响

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从而提出汇率影响出口企业

决策的一个新的渠道。

我们在本文中综合利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

信息，在准确测算中国微观层面制造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基础上，发现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出口企业所面

临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提升出口质量水平。具体

来说，10%的人民币升值引起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平

均上升 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升值对出口质量的

提升效应主要存在于质量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

中，10%的升值引起这类行业出口质量水平上升约

0.4%，而对质量差异化程度较低的行业，该质量提

升效应则不明显。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

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

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明显，这都表明了升值通过加

剧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这一机制，影响出口企

业的质量决策。我们的实证结果在考虑了 2005年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ATC协议到期、加工贸易企

业以及进口中间品等一系列潜在问题之后依然

稳健。

本文下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述目前广泛

使用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介绍

我们所使用的微观层面出口质量的新测算方法，解

决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准确衡量出口质量。第三

部分简要刻画出口质量测算值的变化，并展现其与

汇率变动之间的描述性关系。第四部分进行实证

计量分析，识别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质量水平的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并进行稳健性

检验。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准确测算微观层面出口质量

准确测算微观层面的出口质量，是本文分析的

关键。这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目前广泛使用的微

观层面出口质量测算方法（Khandelwal et al.，2013）
并指出其不足，之后介绍我们使用的新的出口质量

测算方法，解决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更为准确地

衡量微观层面出口质量水平。

（一）目前出口质量测算方法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多采用以Khandelwal等（2013）为典

型代表的需求层面信息回归推断法（下简称KSW方

法），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消费者的 CES结构

效用函数中加入质量因素，导出相应的需求函数，

并将其线性化，得到与式（1）类似的表达式：

（1）
其中 zωj为出口到 j国的品种ω的质量，qωj、pωj为

相应品种的销售量和到岸价格（CIF价格），Pjg为 j国

产品类别 g的“质量调整后”综合价格指数，Ijg为 j国

消费者花费在产品类别 g上的总收入（支出），σg为

产品类别 g内各个品种间的替代弹性。

在实际应用中，研究者一般将微观数据中企业

i在 t年出口到 j国的产品类别 g的出口数量 qijgt代入

qωj，将相应的出口离岸价格 p*
ijgt代入 pωj，将 Broda和

Weinstein（2006）估计得到的不同产品类别 g所对应

的替代弹性代入σg，并利用目的地—年份和产品类

别的固定效应 μjt 和 μg 去除（σg-1）lnPjg+lnIjg，得到

（1'）式：

（1'）
估计（1'）式，得到的回归残差 εijgt即为产品质量

（σg-1）lnzijgt的测算值。进一步利用 Broda 和 Wein⁃
stein（2006）所估计的σg，可计算 lnzijgt作为出口质量

的估计值。

KSW方法富有直观的经济学含义：给定两个品

种价格相等，销售量更大的品种，其质量应该更

高。但该方法存在以下几个缺陷：（1）其所依赖的

ln qωj + σg ln pωj =(σg -1)lnPjg + ln Ijg
+(σg -1)ln zωj

ln qijgt + σg ln pijgt = μjt + μg + εij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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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将质量当作外生给定，仅考虑需求面消费

者的因素而忽略供给面企业的因素；（2）实证测算

中，如（1'）式所示，通常利用出口离岸价格（FOB价

格）代替到岸价格（CIF价格），但在实际中，从量贸

易成本（per-unit trade cost）广泛存在，造成了离岸

价格和到岸价格之间的差异，因此利用出口离岸价

格代替到岸价格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①；（3）由于

KSW方法利用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去除未知参数

和变量（σg-1）lnPjg+lnIjg，因此所得的质量测算值仅

在同一目的地—年份组别内可以进行比较，而在跨

时和跨国的意义上不可比。

（二）准确测算出口质量：微观层面的新方法

为了解决现有方法的问题，准确衡量微观层面

出口质量水平，我们借助 Feenstra和Romalis（2014）
所构建的质量测算框架，采用余淼杰和张睿（2015）
所提出的方法，构造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

量。在需求方，消费者的偏好由式（2）的支出函数

所刻画：

（2）
对于 j国的消费者，在每个产品类别 g中均存

在连续的品种（以 ω表示）。其中效用Ujg>0，αjg=1+
γglnUjg。pωj和 zωj分别为在 j国销售的产品品种ω的价

格和质量。参数 αjg反映了 j国消费者对于产品类别

g的“质量偏好程度”，αjg越大，则高质量产品为消费

者带来的效用就越大。σg为在同一产品类别 g中，

不同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需求函数可由（3）式

得到：

（3）
其中 Pωj≡pωj /（zωj）αjg 为产品的“质量调整后价

格”，可以看到，这一指标为价格与质量之比，因此

“质量调整后价格”的下降可理解为企业产品的“性

价比”上升。

在供给方，企业面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企

业同时决定其生产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对于在 j国

销售产品类别 g的企业 i来说，p*
ijg为产品的离岸出

口价格，zijg为产品的质量。企业 i的利润最大化问

题以（4）式表示：

（4）

其中 ci（zijg，w）为依赖于产品质量 zijg和投入品成

本水平w的单位生产成本，qijg为企业 i销往 j国的产

品类别 g的数量，tarjg为 j国对产品类别 g所征收的

进口关税。企业出口面临两种贸易成本：从价（ad
valorem）成本 τijg和从量（per unit）成本 Tijg，离岸出口

价格（FOB价格）p*
ijg和到岸出口价格（CIF价格）pijg

之间的关系满足（5）式：

（5）
这一价格 pijg为 j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假设

单位生产成本的函数形式为 ci（zijg，w）=w（zijg）1/θg/φi，

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时面临边际成本递增，而 0<
θg<1则为在产品类别 g中衡量这一成本递增效应大

小的参数。φi为企业 i的生产率。最大化企业利润

可得到：

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其中 。对于不

同的年份 t，我们可以将产品质量表达成为（6）式：

（6）
给定其他因素不变，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则产

品质量越高；所生产产品的离岸单价越高，则产品

质量越高，这一点也说明了以往研究采用出口单价

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

投入品成本水平越高，则产品质量越低。

我们利用（6）式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lnzijgt，所需变量为企业 i在 t年出口到 j国产品类别

为 g的出口离岸单价 p*
ijgt；企业 i在 t年的生产率φit；t

年的投入品成本水平wt；以及不同国家 j和产品类

别 g的参数值 αjg、θg和σg。我们利用中国海关总署

所统计和维护的 2000~2006 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海

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统计

和维护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库计算 p*
ijgt、φit和 wt。我

们也使用了 Feenstra和Romalis（2014）所估算的 αjg、

θg和 σg的估计值。这些变量的计算和处理方法均

参照余淼杰与张睿（2015）（篇幅所限，具体计算方

法及数据来源可向作者索要）。据此我们可以得到

2000~2006年中国各个企业 i在 t年出口到 j国的产

品类别为 g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值②。

与以往被广泛采用的KSW方法相比，我们使用

的出口质量测算办法有以下优点：（1）将产品质量内

Ejg =Ujg[∫
ω
(pωj

αjg zωj )
(1 - σg)dω]

1
1- σg

qωj =
∂Ejg

∂pωj
=

∂Ejg

∂Pωj
⋅ 1
zωj

αjg

max
p*ijg ; zijg

[p*
ijg - ci(zijg,w)] ⋅

τijg qijg

tarjg

pijg =(p*
ijg +Tijg)τijg

w(zijg)
1 θg[1 + αjgθg(σg -1)]= αjgθg(σg -1)p*

ijgφi

ln zijg = θg[ln κ1jg + ln p*
ijg - ln（w/φj）]

κ1jg = αjgθg(σg -1)/[1 + αjgθg(σg -1)]

ln zijgt = θg[ln κ1jg + ln p*
ijgt + lnφit - ln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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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充分考虑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的信息；（2）所

得估算式（6）直接利用出口离岸单价（FOB价格）测

算质量，避免了由于从量贸易成本的存在而引起的

对到岸价格的测量误差；（3）避免采用目的地—年份

固定效应去除未知参数，而是直接利用可得的参数

值代入式（6）式计算产品质量，保证所得的出口质量

估计值在跨国和跨时的意义上可比。我们围绕测算

得到的微观层面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后续分析。

三、数据描述

我们首先呈现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总体

出口产品质量的描述。由于加工贸易出口生产使

用的全部中间品和部分资本品均来自进口，其投入

品成本水平wt与国内投入品的成本水平差别很大，

难以获得。因此为了避免投入品成本水平不准确

造成的产品质量的测算误差，引起分析上的困难，

我们仅保留海关数据中一般贸易出口的样本进行

测算和分析。我们将每个HS6位码类别中低于 1%
分位数和高于 99%分位数的观测值进行缩尾处理，

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得到的出口产品质量

指标 lnzijgt在同一产品类别内跨年跨国可比。为了

使得不同产品类别的出口质量可比可加总，我们进

一步将出口产品质量在每个产品类别内标准化，如

（7）式：

（7）
其中 lnz10%，g为特定产品类别 g在样本内质量分

布的 10%分位数。标准化之后的质量指标 qualijgt衡

量了某个品种与同一产品类别 g内 10%分位数质量

水平的差距，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允许我们将产品质

量进行跨产品类别的比较。我们可以据此描绘在

2000~2006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总

体分布变化情况。

表 1呈现了自 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微观出

口质量指数 qualijgt 的总体分布变化情况。可以看

到，在均值意义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在此期间

上升了约 15%，中位数则上升了约 13%；25%和 75%
分位数同样也上升了 13%~15%，因此在此期间，中

国制造业的出口质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同时质

量分布的离散程度也有一定的上升，从 2000 年的

0.853上升到 2006年的 0.886。
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测算和描述显

示，在 2000~2006年期间，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质

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可能

因素很多，譬如企业的生产率进步、在此期间发生的

贸易自由化等等。本文则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

口质量的作用。图 1描绘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到美

国、日本、欧盟和印度的平均质量水平（实线）和人民

币与这些经济体货币之间的双边真实汇率（虚线）在

2000~2006年的关系。我们采用间接

标价法表示双边真实汇率，因此真实

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真实升值。总体

而言，人民币与一国货币之间的汇率

与中国企业出口到该国的平均质量水

平成正相关关系，这一现象对于美国、

日本和欧盟这 3个发达经济体来说尤

为明显。而人民币兑卢比的汇率与中

国出口到印度的质量水平在 2001~
2003年和 2004~2006年也呈现较为明

显的联动走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

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提升中国制造业企

业出口到该国的产品质量。

人民币对一国货币的相对升值如

表 1 2000~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分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体

观测值
35855
50871
62337
171686
293182
338575
434599
1387105

均值
0.722
0.729
0.719
0.717
0.780
0.831
0.873
0.808

中位数
0.553
0.552
0.534
0.546
0.603
0.651
0.687
0.628

25%分位
0.184
0.187
0.174
0.201
0.253
0.293
0.310
0.265

75%分位
1.060
1.064
1.038
1.042
1.103
1.152
1.219
1.140

标准差
0.853
0.852
0.859
0.829
0.844
0.856
0.886
0.862

平
均
出
口
质
量

平
均
出
口
质
量

平
均
出
口
质
量

平
均
出
口
质
量

双
边
实
际
汇
率

双
边
实
际
汇
率

双
边
实
际
汇
率

双
边
实
际
汇
率

0.95
0.9
0.85
0.8

0.9
0.85
0.8
0.75

1.1
1.05
1
0.95
0.9

10.950.90.850.80.75

0.360.350.340.330.320.31

0.4
0.35
0.3

0.320.30.280.260.240.22

1.181.161.141.121.11.08

图 1 平均出口质量与实际汇率

qualijgt = ln zijgt - ln z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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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中国企业销售到该国的产品质量水平呢？

以对美国的出口为例，当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

一方面，与美国企业以及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企业

（如日本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面临更大

的成本劣势，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美国企业也

更容易出口到中国市场，从而在国内市场进一步与

中国企业竞争。这两方面的效应都加剧了中国企

业所面临的竞争，竞争的加剧迫使中国出口企业提

升其产品质量，以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因此人民

币升值可能加剧了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从而促

使出口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图 1展示的双边实际汇率和出口质量之间的联

动关系可能仅反映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甚至反向

的因果关系。举例来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

应，一国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相对进步越快，则其

货币会相对升值；同时生产率的进步又带来出口质

量的提升，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更

加精确地识别汇率变动对于出口质量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设定计量模型，通过数据

验证人民币升值对于制造业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

提升效应。我们通过区分质量差异化程度不同的

行业，进一步验证人民币升值确实引起了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升，发现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不

同的产品和企业样本中存在异质性，并进一步验证

了人民币升值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发挥作用影响出

口质量。我们的结论也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的

分析。

（一）回归设定和基准结果

为了研究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

企业产品质量决策，我们设定如（8）式的基准回

归式：

（8）
我们所关心的是参数 β1的估计值，其代表的是

人民币与 j国货币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对于企

业 i出口到 j国的 g类别的产品质量的影响。我们同

时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φit 作为控制变量：一方

面，我们希望研究在给定企业生产率不变的前提

下，产品质量如何随着汇率变动而变化，因此我们

对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根据以

往研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广泛存在，这意味

着若一国生产可贸易品企业的生产率总体上升，则

会带动该国货币真实升值，同时生产率的上升也带

来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控制企业

生产率也避免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带来的

潜在遗漏变量偏误。

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Xijgt。Hallak
和 Schott（2011）、Feenstra 和 Romalis（2014）等均发

现高收入国家倾向于消费高质量的产品，因此我们

在回归中控制出口目的国的不变价人均 GNI，即

lnGNI_pcjt。出口目的国的关税壁垒可能影响出口

到该国的产品质量，同时本国的进口关税自由化进

程也可能对相应产品的出口质量造成影响，因此我

们控制了出口目的国和中国在HS6产品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applied tariffs）f_tarjgt和 h_targt。

我们还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的资本劳

动比 lnKLit和雇员人数的对数值 lnLit，以及代表企业

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 SOEit和外资企业 FIEit虚拟

变量（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进行划分）③。我们最

后加入企业—目的地—产品层面固定效应 μijg和年

份固定效应 γt。

双边实际汇率 RERjt 根据以下公式（9）计算

得到：

（9）
其中 LCU/CNYjt表示人民币与目的地 j国货币之

间在 t年的名义汇率，该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名义

汇率上升表示一单位人民币可兑换的外币数量增

加，即人民币升值；Pjt和 PChina，t分别表示目的地 j国

和中国在 t年的价格水平，以支出法GDP平减指数

衡量。名义汇率和GDP平减指数数据均来自 Penn
World Table 8.0 数据。因此 RERjt上升表示人民币

对 j国货币真实升值。

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均GNI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

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关税数据 f_tarjgt和 h_targt来自

WTO关税数据库，企业层面的变量 lnKLit、lnLit、SOEit

和FIEit则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

我们将包含上述变量的数据进行合并。表 2展

示了用于回归分析的合并数据中，各个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因此与表 1 相比，qualijgt 的观测值相对较

qualijgt = β1 ⋅ lnRERjt + β2 ⋅ lnφit + θ ⋅Xijgt

+μijg + γt + εijgt

RERjt = LCU
CNY jt

⋅
PChina, t

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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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我们利用不同的回归设定估计（8）式。标准误

的估计采用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 HS6 位产品

码，以允许同种HS6位产品码类别内影响出口质量

的残差存在相关性。结果列于表 3。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

提升效应假说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且这一效应对于

不同的回归设定均稳健。表 3的列（4）呈现了对于

式（8）的完整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当控制了其他对

于出口质量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人民币对于 j国

货币真实升值 10%，会导致制造业出口企业对 j国

的出口产品质量平均提高 0.19%，这一效应在 5%的

水平上显著。我们的基准回归结果支持了人民币

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的存在，人民币升值加

剧了出口企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从而促使企业提

高自身出口质量。

（二）行业质量差异

我们进一步验证人民币升值确实引起了出口

质量提升。在不同行业中，质量差异化的程度不

同，有些行业的产品质量差异化较为明显，而有些

行业则反之。在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中，企业

有更大的空间实现质量提升④。因此，若人民币升

值确实引起了质量的提升，则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

高的行业，人民币升值的质量提升效应会更明显；

而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行业，该效应应该较弱

或不存在。因此，我们参考 Kugler 和 Verhoogen
（2012）的方法衡量不同行业的质量差异化程度⑤。

具体来说，我们计算每个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Chinese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下称 CIC）中 4 位

码行业 k的质量差异化程度 v_difk，如（10）式：

（10）
根据 Kugler和 Verhoogen（2012）的定义，行业 k

中 R&D支出（RDkt）和广告支出（Adv.kt）之和在销售

额（Saleskt）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则该行业质量差异

化程度越高。我们根据式（10）计算出不同 CIC4位

码行业每年的 v_difk，并取不同年份的平均值。表 4
呈现了根据 v_difk定义得到的质量差异化程度处于

前 10位和后 10位的行业，括号中则为相应的 v_difk

值。可以看到，质量差异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多来自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1）、饮料制造业（15），

而质量差异化最低的行业则多来自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33）、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

业（19）、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

这一划分结果和我们对于不同行业质量差异程度

的直观认知相一致，也与Kugler和Verhoogen（2012）
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数据得到的划分结果相似。

我们所构造的指标 v_difk是否真正反映了质量

的差异程度呢？为了直观地验证这一点，我们计算

每年不同HS6位产品码内相应 qualijgt的标准差，并

根据其所属行业，依据 v_difk的中位数，将其划分为

质量差异程度低/高的样本，逐年计算两个样本中标

准差各自的平均值。图 2展示了 2000~2006年不同

质量差异程度行业相应的 qualijgt平均标准差对比。

可以看到，在样本期间，质量差异程度较高的行业，

其出口质量的标准差（离散程度）一致地高于质量

差异程度较低的行业，不同年份间的差距均在 0.1
左右。这说明 v_difk这一指标较好地描绘了一个行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qualijgt
lnRERjt

lnφit

SOEit

FIEit

lnKLit

lnLit
f_tarjgt
h_targt

lnGNI_pcjt

观测值
1252228

503
93864
93864
93864
93864
93864
319778
21715
503

均值
0.811
-0.567
1.045
0.017
0.550
0.092
5.333
0.077
0.115
8.360

中位数
0.630
-0.527
1.019
0
1

0.039
5.273
0.050
0.100
8.372

25%分位
0.267
-0.876
0.784
0
0

0.016
4.564
0.010
0.063
7.026

75%分位
1.143
-0.238
1.317
1
1

0.092
6.016
0.118
0.151
9.876

标准差
0.864
0.465
0.667
0.129
0.497
0.232
1.129
0.108
0.073
1.614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企业—目的地—产品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qualijgt

0.045***
(0.012)

0.427***
(0.012)
Yes
No
No

1252228
0.114

(2)
qualijgt

0.053***
(0.009)

0.505***
(0.007)
Yes
Yes
No

1252228
0.302

(3)
qualijgt
0.020**
(0.009)

0.573***
(0.006)
No
Yes
Yes

1252228
0.310

(4)
qualijgt
0.019**
(0.009)

0.573***
(0.006)
Yes
Yes
Yes

1252228
0.310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 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
量。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
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垂直差异化行业分类情况

注：括号中数字为各个CIC4位行业相应 v_difk值的大小。

v_difk = 1
T∑t (RDkt +Adv.kt)/Saleskt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位行业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10.11%）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8.09%）
通信交换设备制造（6.82%）
碳酸饮料制造（5.82%）
化妆品制造（5.57%）
电车制造（5.33%）
中成药制造（4.83%）
茶饮料及其他软饮料制造（4.58%）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4.54%）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4.24%）

后 10位行业
煤核品制造（0.00%）
烟叶复烤（0.01%）
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0.02%）
其他贵金属冶炼（0.02%）
其他乐器及零件制造（0.03%）
毛皮鞣制加工（0.03%）
银冶炼（0.03%）
其他毛皮制品加工（0.04%）
锑冶炼（0.04%）
锯材加工（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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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质量差异程度。

我们进一步探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

升效应是否在质量差异化程度更高的行业中更明

显，我们依据 v_difk的高低划分子样本，并对子样本

分别估计（8）式。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

别采取 v_difk的 33%、50%和 67%分位数作为门限值

进行划分。估计结果列于表 5。
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

在质量差异化较高的行业中（列（1）、（3）、（5）中）非

常明显，均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质量差异化

程度较低的行业中（列（2）、（4）、（6）），这一效果则

均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另一个发现是，随着门

限值的升高，在质量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升

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当门限值分

别为 33%、50%和 67%分位数时，10%的人民币升值

分别引起这类行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 0.24%、0.4%
和 0.52%，即质量差异程度更高的行业，人民币升值

引起的质量提升效应越大，这也与我们之前的论述

一致。

我们还采用另一种差异化的划分方法以确保

我们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利用Rauch（1999）的定义，

将样本划分为异质品和同质品，分别进行（8）式的

估计。事实上，Kugler 和 Verhoogen（2012）指出，

Rauch（1999）对于异质品和非异质品的分类主要反

映了产品的水平差异化程度，即“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的偏好差异，而非可严格比较的质量优劣差异，

因此利用这一指标代表质量差异化程度可能并不

十分恰当。但为稳健计，我们依然在表 6中呈现基

于 Rauch 分类的分样本回归结果。由于 Rauch
（1999）提供了“conservative”和“liberal”两种产品分

类体系，因此我们也按照这两种分类体系对样本进

行划分，并进行分样本回归⑥，结果与之前的实证结

果一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异质

品中较为明显，在非异质品中不明显。

（三）对竞争机制的探讨

以上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确实引起了出口

企业的质量升级。我们认为，升值主要通过加剧出

口企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这一机制，促进了出口质

量的升级，这一节的分析通过实证证据为这一机制

提供支持。我们首先从加总层面上分析升值对于

出口企业数目的影响，考虑以下回归式（11）：

（11）
其中 numjgt为 t年向目的国 j出口产品类别 g的

企业的数目，控制变量 Xjgt 包括了 lnGNI_pcjt、f_tarjgt
和 h_targt。另外，我们还控制了目的地—产品固定

效应 μjg和年份固定效应 γt。我们利用不同的回归

设定估计（11）式，结果列于表 7。
估计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设定下，人民币对于

一国货币的升值，均在 1%的水平上对出口到该国

表 6 基于Rauch分类的分样本结果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 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平均
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量。括号
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 HS6 位产品码。***、**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列（1）和列（2）的划分方法根据Rauch（1999）
的“conservative”分类体系；列（3）和列（4）的划分方法根据 Rauch（1999）的

“liberal”分类体系。

表 5 质量差异化程度分样本分析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 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平均
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量。括号
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 HS6 位产品码。***、**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图 2 不同质量差异化程度行业的质量离散程度

v_difk：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33%
qualijgt
0.024**
(0.011)

0.579***
(0.006)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915908
0.306

(2)
<33%
qualijgt
0.017
(0.015)

0.558***
(0.015)
Yes

336320
0.263

(3)
>50%
qualijgt

0.040***
(0.013)

0.583***
(0.007)
Yes

687133
0.288

(4)
<50%
qualijgt
0.008
(0.012)

0.563***
(0.009)
Yes

565095
0.318

(5)
>67%
qualijgt
0.052**
(0.024)

0.613***
(0.009)
Yes

295839
0.292

(6)
<67%
qualijgt
0.010
(0.010)

0.555***
(0.007)
Yes

956389
0.313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异质品 1
qualijgt
0.018**
(0.010)

0.573***
(0.006)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1242235
0.309

(2)
非异质品 1

qualijgt
-0.056
(0.049)

0.583***
(0.035)
Yes
9750
0.481

(3)
异质品 2
qualijgt
0.019**
(0.009)

0.573***
(0.006)
Yes

1235577
0.308

(4)
非异质品 2

qualijgt
-0.067
(0.063)

0.569***
(0.023)
Yes

16408
0.547

ln numjgt = β1 ⋅ lnRERjt + θ ⋅Xjgt

+μjg + γt + εj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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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数目造成负向影响。举例来说，完整（11）式

的估计结果（表 7列（4））显示，其他条件不变，10%
的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到该国的企业数目减少

0.87%，因此本币升值确实对于出口企业造成了显

著的负向冲击，加大了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劣势

和竞争压力。

进一步地，升值对于不同类型产品和企业的竞

争压力作用会有差异，所导致的质量变化情况也会

不同。我们首先关注在一个企业中，不同产品在面

对升值时的质量表现差异。样本中既包含单产品

出口企业，也包含多产品出口企业。对于多产品出

口企业来说，存在所谓的“核心产品”，多产品企业

在生产其“核心产品”时能够发挥最大的优势，其生

产成本低于企业生产非核心产品的成本，从而产生

最大的销售额和利润（Mayer et al.，2014）。相比之

下，非核心产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利润空间较小，

更易受升值的负面冲击，因此当人民币升值时，直

觉上，非核心产品会首先受到竞争压力加剧的影

响，更易呈现出质量提升效应。

我们因此定义虚拟变量 Cijgt：若企业 i在 t年出

口到 j国的产品 g在该年该国家为该企业贡献了最

大的出口额，且非该企业该年出口到该国家的唯一

产品，则定义该产品为核心产品，令 Cijgt=1；否则定

义该产品为非核心产品，令 Cijgt=0。我们将样本分

为非核心产品和核心产品，分别估计式（8），估计结

果列于表 8。
估计得到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对于非核

心产品，升值带来的出口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

10%的升值引起非核心产品的出口质量平均上升

0.24%，这一效应在核心产品中则不显著；进一步

地，在质量差异程度高的行业中，上述效应增强为

0.42%，仍然显著存在，而在质量差异程度低的行业

中，人民币升值并不引起非核心产品的质量变化，

甚至还引起核心产品质量下降。分样本的分析结

果支持了升值通过加剧竞争压力从而影响企业质

量决策的作用机制：升值引起的竞争加剧效应主要

威胁到边际上的非核心产品，促使这部分产品提高

质量以应对竞争压力。

我们接着考虑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差异。新新

贸易理论强调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在解释不同企

业行为差异方面的重要作用⑦，因此对于生产率不

同的企业，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质量变化效应也可

能不同。直觉上，升值的压力最先影响边际上的出

口企业，即低生产率的出口企业，这部分企业因而

有更强的动机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以维持自身竞争

力。因而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应该在低生

产率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从而使得出口质量在生产

率水平不同的企业间呈现收敛。我们计算企业生

产率在相应行业（CIC2位码）—年份的中位数，根据

中位数将企业分为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两个样本，

分别估计（8）式。结果呈现于表 9中。

表 9的列（1）和列（2）呈现了基于完整样本的回

表 7 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企业数目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因变量：

lnRERjt

控制变量
目的地—产品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ln numjgt

-0.641***
(0.032)
No
Yes
No

375149
0.014

(2)
ln numjgt

-0.439***
(0.025)
Yes
Yes
No

323230
0.270

(3)
ln numjgt

-0.112***
(0.018)
No
Yes
Yes

375149
0.394

(4)
ln numjgt

-0.087***
(0.018)
Yes
Yes
Yes

323230
0.381

表 8 核心产品 vs非核心产品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
量。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
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 v_difk高指 v_difk高于
50%分位数，v_difk低指 v_difk低于 50%分位数。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全样本

Cijgt =0
qualijgt
0.024**
(0.010)

0.573***
(0.006)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1023735
0.343

(2)
Cijgt =1
qualijgt
-0.057
(0.047)

0.592***
(0.011)
Yes

228493
0.226

(3)
v_difk高

Cijgt =0
qualijgt

0.042***
(0.015)

0.582***
(0.007)
Yes

562615
0.320

(4)
Cijgt =1
qualijgt
0.008
(0.067)

0.604***
(0.014)
Yes

124518
0.212

(5)
v_difk低

Cijgt =0
qualijgt
0.019
(0.012)

0.564***
(0.010)
Yes

461120
0.354

(6)
Cijgt =1
qualijgt
-0.136*
(0.071)

0.573***
(0.017)
Yes

103975
0.225

表 9 人民币升值的收敛效应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平
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量。
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表示系
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 v_difk高指 v_difk高于 50%分位
数，v_difk低指 v_difk低于 50%分位数。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年份 FE
观测值

R2

(1)
全样本

低生产率
qualijgt
0.036**
(0.015)

0.581***
(0.009)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Yes

563088
0.133

(2)
高生产率
qualijgt
0.020
(0.014)

0.589***
(0.007)
Yes
Yes

685172
0.229

(3)
v_difk高

低生产率
qualijgt

0.060***
(0.023)

0.601***
(0.016)
Yes
Yes

311368
0.098

(4)
高生产率
qualijgt
0.039*
(0.021)

0.598***
(0.009)
Yes
Yes

373510
0.230

(5)
v_difk低

低生产率
qualijgt
0.028
(0.023)

0.604***
(0.012)
Yes
Yes

251720
0.158

(6)
高生产率
qualijgt
-0.005
(0.018)

0.572***
(0.010)
Yes
Yes

311662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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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从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在不同企业间呈

现收敛效应：人民币升值 10%使得低生产率企业出

口质量平均提升 0.36%，在 5%的水平上显著；高生

产率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提升 0.2%，在 10%水平上不

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质

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10%的升

值引起低生产率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提升 0.6%，在

1%水平上显著；高生产率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提升

0.39%，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汇率对出口质量的

作用在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行业中均不显著。这

一收敛现象支持了升值通过加剧竞争压力从而影

响企业质量决策的作用机制：升值的压力首先威胁

到边际上的出口产品，即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

品，这部分企业因而更有动机提升出口质量维持竞

争力，导致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企业间呈

现关于生产率水平的收敛。

（四）稳健性分析

最后，我们从几个方面对我们的实证发现做稳

健性分析，以确保我们的结果准确可信。首先我们

考虑实证结果是否受样本期间特定事件的影响。

在 2005年 7月 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

名义汇率决定机制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变为“参

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美国是中

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这一汇率制度的改革对于

中国外贸有巨大影响。虽然我们关注实际汇率而非

名义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人民币盯住美元并不等同

于在 2000~2005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不变，

但为确保我们的结果不受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我

们依然将 2000~2005年出口到美国和香港的观测值

剔除⑧，重新估计（8）式，结果列于表10的列（1）~（3）。

我们接着考虑 WTO 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Agreement on Textile and Clothing，下简称 ATC；其
前身为《多种纤维协定》,即 Multi- Fiber Arrange⁃
ment，下简称 MFA）对于我们估计结果的影响。

ATC协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加拿大、欧盟

和土耳其的纺织产品出口配额，该协议的有效期为

1974~2004年，2004年 12月 31日之后协议废止，发

展中国家出口到这 4个国家的纺织品配额也相应被

移除。Khandelwal等（2013）利用这一自然实验研究

了出口配额在中国的生产率错配问题，他们的结果

表明，配额的存在和移除对于中国纺织出口企业有

着很大的影响。特别地，若出口配额原先存在生产

率错配，高生产率出口企业没有得到配额，那么当

配额移除之后，高生产率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可

能引起总体出口质量的提升，从而影响我们的估

计。为了确保我们的估计结果不受影响，我们在样

本中剔除了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欧盟和土耳其这 4
个地区中受ATC（MFA）规制的HS6位码产品，利用

剩余样本估计（8）式，结果列于表 10的列（4）~（6）。

结果显示，在考虑了汇率制度改革和ATC协议

的可能影响之后，估计得到的结果和基准结果相当

一致。在表 10中，列（1）和列（4）所呈现的全样本

估计结果均表明 10%的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平均

0.18%~0.2%的质量提升效应，虽然在考虑汇率制度

改革时该效应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更重要的

是，当考虑行业的质量差异化时，我们发现在质量

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出口质量享有显著的提

升效应（列（2）和列（5））：10%的人民币升值带来

0.43%~0.46%的质量提升效应，且至少在 5%的水平

上显著，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行业中（列（3）和

列（6））该效应不显著。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考虑了

汇率制度改革和ATC协议的潜在影响之后，人民币

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依然稳健。

我们接着考虑加工贸易企业的可能影响。Yu
（2015）和Dai等（2016）均发现中国加工贸易和一般

贸易企业在生产方式和关税待遇上存在很大区别，

这些区别导致了这两类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

表现不同。虽然我们的样本仅包含了一般贸易出

口的交易，但是由于许多企业是同时进行一般贸易

和加工贸易出口的混合出口企业，因此人民币升值

对于纯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和混合出口企业也可能

表 10 汇率制度改革和ATC协议到期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
量。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
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 v_difk高指 v_difk高于
50%分位数，v_difk低指 v_difk低于 50%分位数。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全样本
qualijgt
0.020
(0.012)

0.574***
(0.006)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703523
0.340

(2)
v_difk高
qualijgt
0.046**
(0.018)

0.585***
(0.008)
Yes

387931
0.314

(3)
v_difk低
qualijgt
0.007
(0.018)

0.559***
(0.010)
Yes

315592
0.346

(4)
排除受ATC影响的产品

全样本
qualijgt
0.018*
(0.009)

0.576***
(0.006)
Yes

1137288
0.310

(5)
v_difk高
qualijgt

0.043***
(0.014)

0.587***
(0.007)
Yes

621350
0.286

(6)
v_difk低
qualijgt
0.004
(0.012)

0.565***
(0.009)
Yes

515938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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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不同影响。具体来说，由于加工贸易使用的中

间品均来自进口，本币升值可能有利于混合出口企

业进口更多的加工贸易中间品，这些中间品虽然不

能直接用于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生产，但是可能带

来技术正外溢效应，使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

在混合出口企业中更加明显。我们将样本分为纯

一般出口企业（PEit=0）和混合出口企业（PEit=1），对

分样本分别估计（8）式，结果列于表 11。
表 11中的列（1）和列（2）展示了基于完整样本

的回归结果。对于纯一般出口企业，真实汇率的系

数为 1.9%，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对于混合出口企

业，真实汇率的系数为3.7%，但并不显著。我们进一

步将样本按照质量差异化程度高低进行划分，估计

（8）式，列（3）和列（4）显示在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

业中，10%的人民币升值使得纯一般出口企业的出

口质量平均上升0.32%，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混

合出口企业这一效应为 0.67%，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列（5）和列（6），在质量差异

化程度低的行业中，上述效应均在统计意义上不显

著。这一部分的实证结果表明，混合出口企业可能

在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中享受额外的加工贸易进口中

间品外溢效应，从而得到更大的质量提升效应，这一

效应主要体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中。

如上所述，除了加剧竞争压力，人民币升值也

可能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成本这一机制促进出口

质量提升。Amiti等（2014）利用比利时数据发现规

模较大的出口商通常也大量进口中间品，由于国外

中间品的质量一般较高，进口中间品的增加也可能

导致出口质量的提升。企业可以通过一般贸易进

口中间品，进行一般贸易出口的生产，因此若升值

通过进口中间品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则对于使用进

口中间品比例越大的出口企业，升值对于出口质量

的提升效应越明显。我们计算每个企业一般贸易

进口中间品占总中间投入的比例 im_inputit⑨，在表

12的列（1）~（3）中，我们将样本限制为 im_inputit=0
的观测值；在表 12的列（4）~（6）中，我们在（8）式的

基础上加入初期一般进口中间品占中间投入比例

im_inputi0与双边实际汇率的交互项。

表 12列（1）~（3）显示，在不进口任何中间品的

样本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依然存

在，且仅在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中显著；而在

列（4）~（6）中，随着我们加入 im_inputi0与双边实际

汇率的交互项，对于不进口任何中间品的企业来

说，10%的升值使得出口质量提升 0.16%，在 10%的

水平上显著，这一效应在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

中为 0.35%，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质量差异化程

度低的行业中这一效应不显著。而交互项的系数

均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意味着企业总中间投入

中进口品的比例与升值的质量提升效应之间并无

显著关系。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降低

进口中间品的成本，并不是升值导致出口产品质量

提升的主要机制。

五、结论

本文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出口企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决策。以往被广泛使用的

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方法，在理论和实证上均存在

一定的问题：理论上该方法仅考虑需求面因素而忽

略供给面因素；实证中关键变量价格存在测量误

表 11 考虑加工贸易企业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
量。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
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 v_difk高指 v_difk高于
50%分位数，v_difk低指 v_difk低于 50%分位数。

表 12 考虑进口投入占比

注：控制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GNI，目的国以及中国HS6层面上的
平均实际进口关税，企业资本劳动比、雇员人数对数值及所有制虚拟变
量。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聚类类别为HS6位产品码。***、**和*分别
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表中 v_difk高指 v_difk高于
50%分位数，v_difk低指 v_difk低于 50%分位数。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全样本

PEit =0
qualijgt
0.019*
(0.010)

0.584***
(0.007)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1011934
0.198

(2)
PEit =1
qualijgt
0.037
(0.026)

0.601***
(0.015)
Yes

236326
0.279

(3)
v_difk高

PEit =0
qualijgt
0.032**
(0.016)

0.613***
(0.010)
Yes

543396
0.151

(4)
PEit =1
qualijgt
0.067*
(0.037)

0.580***
(0.022)
Yes

141482
0.262

(5)
v_difk低

PEit =0
qualijgt
0.020
(0.014)

0.584***
(0.009)
Yes

468538
0.239

(6)
PEit =1
qualijgt
0.032
(0.040)

0.594***
(0.020)
Yes

94844
0.186

因变量：

lnRERjt

lnφit

lnRERjt

×im_inputi0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im_inputit =0

全样本
qualijgt
0.029**
(0.012)

0.571***
(0.009)

Yes
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

681856
0.310

(2)
v_difk高
qualijgt
0.040**
(0.019)

0.577***
(0.013)

Yes
346399
0.278

(3)
v_difk低
qualijgt
0.024
(0.016)

0.569***
(0.011)

Yes
335457
0.314

(4)
加入交互项

全样本
qualijgt
0.016*
(0.009)

0.573***
(0.006)
0.087
(0.106)
Yes

1252228
0.310

(5)
v_difk高
qualijgt

0.035***
(0.013)

0.583***
(0.007)
0.162
(0.136)
Yes

687133
0.288

(6)
v_difk低
qualijgt
0.013
(0.012)

0.563***
(0.009)
-0.239
(0.151)
Yes

565095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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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且质量测算值在跨时和跨国意义上不可比。为

了克服这些问题，本文依据 Feenstra 和 Romalis
（2014）提出的质量测算框架，利用余淼杰和张睿

（2015）提出的微观层面出口质量测算办法，准确衡

量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是

否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质量水平提升。人民

币升值加剧了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从而促

使企业提高自身出口质量水平。在控制了其他可

能影响出口企业质量决策的因素之后，基准估计结

果显示人民币对于一国货币升值 10%，则出口企业

对该国的出口质量水平平均提高约 0.19%。进一步

的分析表明该质量提升效应主要存在于质量差异

程度较大的行业中，10%升值引起这类行业的出口

质量水平上升 0.4%，而在质量差异程度较小的行业

中这一效应不明显。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

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

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明显，这都表明了升值通过

加剧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影响出口企业的质

量决策。我们的实证结果在考虑了 2005年人民币

汇率制度改革、ATC协议、加工贸易、进口中间品等

一系列潜在问题之后依然稳健。

我们的分析结果拓展了对于汇率影响出口企

业决策行为的认识，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出口企业所

面临的竞争压力，导致企业调整自身的产品质量水

平。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波动幅度逐渐增大，

汇率对于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势必更加明显。在

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外需不确定性增大，制造业企

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压力的形势下，

我们的分析表明，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驱使企业质

量和竞争力升级的重要动力。如何应对日益激烈

的竞争态势，将外在压力转化为质量升级、产业转

型的机遇和内在动力，是中国制造业在今后的全球

市场竞争中无法回避的命题和挑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责任编

辑：蒋东生）

注释

①这是因为若将到岸价格取对数，可将从价贸易成本（ad
valorem trade cost）与离岸价格分离，但无法将从量贸易成本

（specific trade cost）与离岸价格分离，具体可见（5）式。而 Irar⁃
razabal等（2015）的测算表明，从量贸易成本平均占出口离岸

价格的 14%，因此忽略从量贸易成本的影响可能导致较大的

测量偏误。

②在本文的测算中，产品类别 g以海关协调产品代码 6位

数（即Harmonized System，下简称HS6位码）为依据进行定义。

我们的数据期间为 2000~2006年，其中 2000~2001年数据的产

品代码为 HS1996 版本，2002~2006 年数据的产品代码为

HS2002版本。我们利用WTO关税数据库中提供的HS1996版

本 6位产品代码和HS2002版本 6位产品代码的对应表，将不

同版本的HS6位产品代码进行了对应统一，以保证产品分类

的一致性和结果的可比性。

③由于少数企业在样本期间内的所有制性质发生了变化，

因此即便我们加入了固定效应 μijg、SOEit和 FIEit的系数仍然可

以被估计出来。

④质量差异化这一概念与Khandelwal（2010）所提出的“质

量阶梯”（quality ladder）类似。

⑤在 Kugler和 Verhoogen（2012）中这一概念被称为“垂直

差异化”（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⑥具体来说，在“conservative”和“liberal”两种分类体系

中，所有的产品均被划分为“differentiated”（异质品）、“refer⁃
ence-priced”（具有参考价格）、“open-market traded”（有公开交

易市场）3种类型，我们将“differentiated”定义为异质品，其他

两种定义为非异质品。

⑦Melitz（2003）、Bernard等（2003）均证明当一个经济体由

封闭经济变为开放经济时，经济体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能够

同时进行内销和出口，其规模和利润都上升；而生产率最低的

企业由于面临外国企业的竞争，最终退出市场不再生产。

⑧香港金管局对港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因此

人民币对港币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度相关。

⑨中间品的分类按照Broad Economic Category的标准进行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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